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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盛：地理集聚会优化商业信用环境吗？①

地理集聚会优化商业信用环境吗？
——来自浙江地级市的证据

陈海盛
（浙江省信用中心，杭州 310006）

摘 要：以浙江案例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法系统探讨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研究证实：①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

优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出集聚影响超过资本和就业集聚；②沿海地区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伴随商业信用环境逐

渐优化，非沿海地区信用环境对经济形势及资本特征较为敏感；③副省级城市制度门槛对地理集聚造成一定扭曲，显著降低商

业信用环境；④资本集聚和就业集聚显著提高信用示范城市商业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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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区域异质性是普遍现象。世界范围看，不同地区工业化发展与地理集聚

程度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美国底特律汽车城、欧洲蓝橡胶产业带［1］和日本沿太平洋产业带［2］均印证了该规

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先行地区政策效果阶梯性向内地显现，经济活动逐渐向东部沿海地带集

聚［3‑5］。以工业园区和产业发展带作为载体，在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了区域不平衡格局的出现［6］。

尽管现有研究对地理集聚进行了较为深入阐述，但对地理集聚的经济效应缺乏“技术外部性”之外的验证。

本文尝试从商业信用环境视角对地理集聚产生的外部性进行探索，弥补相关研究的一些不足。

一、文献回顾

对地理集聚的关注早在 1920年就已开始，Marshall［7］将劳动市场分享、知识外溢及投入产出关系作为地

理集聚外部性的三种主要来源。Gilles和 Puga［8］在研究基础上，将外部效应总结为以下三类：一是匹配效应，

如匹配概率和质量提升、敲竹杠现象减少等；二是共享效应，如公共产品效应、多样化与专业化效应、风险分

担效应；三是学习效应，包括知识形成、积累及外部扩散。实践检验方面也成果斐然，中国学者通过研究，验

证了地理集聚对企业组织形态［9］、技术改进［10］和企业间商业信用［11］具有明显作用。地理集聚有利于形成新

的比较优势［12］，并明显推动企业出口扩张［13］。

但是，已有研究重点对地理集聚的技术外溢性进行分析，对于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等制度外溢效应较

少涉及，尤其对于地区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和运行密切相关的商业信用环境鲜有学者进行阐释。从国外研究

看，意大利学者对地理集聚对缓解融资约束进行了系列研究。Otatti［14］指出产业集聚的内生动力包括企业商

业信用的扩展，有利于改善要素供给条件。Fabiani等［15］提出产业集聚企业优于非集聚企业的重要原因是信

息和监督等存在较大优势。Russo和 Rossi［16］通过研究表明，意大利南部松散企业要比中部和北部集聚企业

面临更大的融资成本和更窄的信贷渠道。总之，地理集聚存在技术性外部性同时，同样具有制度性外部性，

对于提高地区整体的商业信用环境具有较大意义。但是，上述研究主要针对意大利，国内相关研究尚未系统

开展关于地理集聚是否会优化商业信用环境的研究。对此，本文以浙江实践素材作为样本进行探索。

基于浙江数据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一方面，法律、制度不健全和传统信贷模式路径依赖背景下，通过

声誉机制、社会网络、商业信用等非正式机制开展金融借贷，是民营企业图生存求发展的现实写照。因此，作

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省份，浙江省追求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切实改善地区商业信用环境。近年来，浙江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法治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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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民营企业追求内生式和长远化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沿海先行地区之一，浙江省以“亩均论英

雄”为突破口，不断提高资源集约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动力转换。地理集聚程度不断提升，以工业

园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城、特色小镇等为标签的地理集聚形态，随着实践要求不断向前演进。因此，浙江省

民营经济与集聚形态的双重特色，为研究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问题提供了生动案例。

地理集聚怎样影响商业信用环境呢？从理论上看，主要存在三种通道：一是供应链效应，地理上的集聚

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进而提高业务往来频率，增进商业信用环境；二是竞争效应，企业集聚提高了市场竞争

强度，供应商为提高资金周转率，借助应收账款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进而改善地区信用环境；三是声誉机

制。企业商业信用提供的前提是交易信任及对方声誉［17］。声誉机制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交易往来的

历史时间相对较长；二是信息传播的速度较快，合同履行的监督成本较低［18］。地理集聚不仅通过商业往来

增加彼此交易信任，而且通过信息加速传播，降低了监督成本，降低了违约概率，提高了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

空间，交易双方共享商业信用好处，进而优化地区整体性的商业信用环境。

本文主要在以下三点有所创新：一是研究视角上，首次考察了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问题，从

以往研究中注重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技术外部性”转向机制安排、提升商业信用环境、降低交易成本等“制

度外部性”层面；二是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大多应用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忽略了空间关联性，本文采用空

间计量方法考察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过程更为科学，结论更为可信。三是，本文不仅考察了地

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平均效应，而且讨论了其对不同区位、不同政治地位以及不同政策地区影响的差异

性，为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关系进行了更为全面和准确回答。

二、指标构造、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指标构造

1. 地理集聚指数

根据 Porter［19］解释，集聚意为“具有经济联系企业在地理集中现象”。地理集聚重要特征包括地理集中、

经济关联和专业分工不断深化等三个层次。关于地理集聚指数测算方式，概括来看，主要分为三种类别：一

是建立在区位商基础上，以 Holmes和 Stevens［20‑21］为代表，该测算方式优点在于可以对地区专业化水平进行

有效测算，但不足之处在于对地理集中水平和经济联系程度关注不够；二是借助人口密度指标对经济集聚程

度进行估计，尽管对地理面积造成误差得到较大程度消除，但是也相应弱化了对经济内部联系和专业化程度

的考量；三是通过对地区排名靠前的企业占据的比例进行测算，包括赫芬达尔指数以及 Ellison和 Glaeser［22］
以此为基础形成的 EG指数，该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却因忽视其他企业相关信息受到一定

质疑，为此，本文借鉴 Krugman［23］思路，将传统基尼（Gini）系数修正为空间基尼（Gini）系数，并将关注点从微

观层面的企业转到中观层面的产业，形成产业层面的地理集聚指数，其公式具体构造如下：

density =∑
i = 1

N (Si - Xi )2 （1）
其中：Density为地理集聚指数；Si表示地区 i某产业特定指标（资本、就业和产出）占全省该产业比重；Xi表示

该地区 i上述指标占全省的整体比重；N为全省地区数量。Density处在［0，1］区间，越接近 0表示地理集聚程

度越弱，反之越接近 1则表示地理集聚程度越强。

2. 商业信用环境

从研究文献看，目前信用风险评价模型主要包括 Credit risk Metrics、KMV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等，但是

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单个主体或行业，缺乏对整体信用环境的衡量标准。基于此，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

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根据现代信用管理理论和社会信用体系运行原理，研发

形成“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并定期对外发布，为测度各地商业信用环境提供了支撑。CEI指数

依据城市公开信息数据，从信用投放、诚信教育、政府信用监管、重点领域诚信状况、征信系统、企业信用管

理、诚信教育 7个方面对城市商业信用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3. 其他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居民人均存款、政府对经济影响力、对外联系强度、人均教育投入和失业保险覆盖率作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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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根据浙江统计数据库进行计算并对数化处理。其中企业规模由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单位数表示，政

府对经济影响力由固定资产投资中财政支出占据比重表示，对外联系强度由进出口总额与 GDP占比表示。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为 2014—2019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和 11设区市统计年鉴及国家相关统计公告，商业信用环

境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课题组开展研究并发布的 CEI2013、CEI2015、CEI2017 和

CEI2019，对于尚未发布 CEI报告年份的商业信用环境指标，参照同行惯例，采用相邻年份数据进行平均处理

的方法进行测算。

（三）计量模型

本文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地理集聚对地区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trade - credit_environmentit = αi + αt + βdensityt + γZit + εcit （2）
其中：因变量 trade⁃credit_environmentit表示商业信用环境指标；densityt为地理集聚指标，分别采用 densityh_as⁃

set、density_employment和 density_output进行具体描述；Zit表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X1）、居民人

均存款（X2）、政府对经济影响力（X3）、对外联系强度（X4）、人均教育投入（X5）和失业保险覆盖率（X6）；β和 γ分

别表示地理集聚、特定控制变量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系数；αi、αt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

对于特定地区来说，居民、企业、政府等主体状况和行为及相互交织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商业信用环境。

对于企业来说，随着规模扩大，品牌意识更加强烈，更加重视自身信誉以求得长远发展。对于居民来说，随着

收入提高，人均存款增加，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假冒伪劣产品存在空间减少，倒逼企业设计并生产或提供高质

量产品和服务。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应用于提高地区整体教育素质，扩大包括失业保险在内

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对于减少失信行为、弘扬良好社会风气具有正向作用。此外，增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有

利于对标国际规则，构建基于规则和秩序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但是，一个地方商业信用环境质量的高低，在行政割据力量逐渐弱化情况下，不仅受到区域内部若干因

素的影响，而且还愈来愈受到邻近地区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尤其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地理集聚更加强化了信用环境的空间依赖性。

对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猜想。trade⁃credit_environmentit全局单变量莫兰指数为-0.312，
trade⁃credit_environmentit与 density_asset、density_employment、density_output、X1、X2、X3、X4、X5和 X6全局双变量莫

兰指数分别为 0.063、-0.199、-0.267、-0.108、-0.223、-0.080、-0.084、-0.140和-0.134，说明各地区商业信用环

境之间以及因变量与各影响变量之间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根据空间相关性不同冲击方式，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地理集聚影响商业

信用环境状况进行考察。空间滞后模型表达式如下：

trade - credit_environmentit = ρWit + αi + αt + βdensityt + γZit + εcit （3）
εcit~N ( 0，σcit ) （4）

其中：ρ表示空间回归系数，对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性进行表征，Wit表示空间滞后因变量，即周边地区观测值

对本地区商业信用环境的作用方向和力度；空间权重矩阵选择“车式（rook）”邻接，当地区 x与地区 y相邻时取

1，反之，当地区 x与地区 y不相邻时取 0。
空间误差模型表达式如下：

trade - credit_environmentit = αi + αt + βdensityt + γZit + εcit （5）
εcit = λWε μcit，μcit~N ( 0，σcit ) （6）

其中：λ表示空间误差系数，反映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度，即指周边地区商业信用环境对本地区商业信用

环境观测值的作用方向和力度，比较 SLM、SEM特殊性在于空间依赖性作用存在于误差项，衡量了周边地区

关于因变量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测值的作用程度；μ表示正态分布随机误差向量。

三、计量估计结果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对涉及变量开展空间自相关检验之后，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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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模型（SEM）考察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CEI）的作用程度，基准模型计量结果见表 1。其中，模型（1）～

模型（3）、模型（4）～模型（6）和模型（7）～模型（9）选取的地理集聚指标分别为资本集聚（density_asset）、就业

集聚（density_employment）和产出集聚（density_output）。

通过 Log‑likelihood、AIC和 SC比较分析，判定模型（2）、模型（6）和模型（9）拟合度最高，选择开展下一阶

段的讨论。就业集聚降低了商业信用环境的质量，而资本集聚和产出集聚提升了商业信用环境，产出集聚对

商业信用环境的作用为 5.983，是资本集聚的 2.508倍。说明总体上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具有较强的正

相关关系，地理集聚较高的地区，商业信用环境水平普遍较高，产出集聚对 CEI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和劳动力

集聚的效果。经济学意义为，特定地区总体商业信用环境的优劣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而与该

地区的就业人数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这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是相印

证的。

进一步对控制变量分析，政府对经济影响力（X3）对商业信用环境的作用为正，表明通过提高宏观调控力

度，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提高了社会整体信用意识。人均教育支出

（X5）与商业信用环境显著负相关，影响系数通过 1%的稳健性检验。这可能与传统应试教育体制存在一定关

联，在升学压力下，学校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学业成绩上，缺乏必要诚信教育课程，导致学生信用认知、意识

和行为与社会要求差距较大。人均存款（X2）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为正，这是因为人均存款较高地区客观

上要求较高的商业信用环境才能更好支持间接融资有效运转，注重维护并提升商业信用环境成为地区增进

社会利益的共同认识。

表 1 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类型

集聚指标

集聚

X1

X2

X3

X4

X5

X6

W_y/
LAMBDA

R2

Log‑likelihood
AIC
SC

模型（1）
OLS

资本集聚

-0.085
（-0.080）
0.043

（1.253）
0.177

（1.961）
0.074

（0.660）
-0.041

（-0.213）
-0.105

（-1.390）
-0.083

（-0.458）

0.796
34.432
-52.864
-49.681

模型（2）
SLM

资本集聚

2.386***
（5.509）
0.012

（1.315）
0.286***
（11.029）
0.730***
（7.408）
-0.588***
（-6.507）
-0.483***
（-8.400）
0.371***
（4.770）
-0.045***
（-6.892）
0.961
43.570
-69.140
-65.559

模型（3）
SEM

资本集聚

1.2865**
（2.147）
0.026

（1.593）
0.258***
（7.902）
0.474***
（3.574）
-0.328***
（-2.595）
-0.347***
（-4.813）
0.203

（1.462）
0.982

（76.884）
0.946
37.589
-59.178
-55.995

模型（4）
OLS

就业集聚

-3.599
（-0.730）
0.060

（1.621）
0.203*

（2.360）
0.236

（0.992
0.031

（0.153
-0.168

（-1.575）
-0.030

（-0.168）

0.8262
35.32
-54.64
-51.457

模型（5）
SLM

就业集聚

-2.706
（-1.199）
0.038403 *
（1.942）
0.212***
（5.453）
0.366***
（2.936）
-0.145

（-1.152）
-0.250***
（-3.968）
0.134

（1.178）
-0.014**
（-1.991）
0.872
37.004
-56.009
-52.428

模型（6）
SEM

就业集聚

-10.530***
（-12.694）
0.085***
（9.939）
0.191***
（8.364）
0.411***
（13.218）
-0.056

（-1.197）
-0.241***
（-8.443）
0.055*

（1.826）
-1.572***
（-12.330）
0.986
37.822
-59.644
-56.461

模型（7）
OLS

产出集聚

7.016
（2.014）
-0.003

（-0.100）
0.043

（0.491）
0.086

（1.267）
0.202

（1.166）
-0.076

（-1.548）
0.014

（0.116）

0.913
39.126
-62.251
-59.068

模型（8）
SLM

产出集聚

8.932***
（2.854）
-0.007

（-0.406）
-0.001

（-0.019）
0.001

（0.008）
0.350

（1.606）
-0.018

（-0.204）
-0.051

（-0.476）
0.007

（0.747）
0.917
39.399
-60.798
-57.217

模型（9）
SEM

产出集聚

5.983***
（3.464）
0.006

（0.377）
0.074

（1.549）
0.086**
（2.495）
0.181**
（2.172）
-0.088***
（-3.278）
-0.015

（-0.221）
0.319

（0.958）
0.917
39.199
-62.397
-59.214

注：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伴随 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统计显著性。

（二）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区位差异性

地域发展初始条件及演化路径存在异质性特征，沿海地区（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在

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先发优势，在“锁定效应”下逐渐拉大与非沿海地区（湖州、金华、衢州、丽水）的发展差

距。沿海地区商业信用环境普遍较高，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和信用经济，在关系、声誉机制等非正式

机制约束下，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会更加重视自身品牌和形象经营，以便在资源要素配置、产品差异

定价、国际化推广等领域获得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非沿海地区，沿海先行地区市场规则和秩序较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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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度有效供给的重要方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实践，有助于倒逼市场主体行为从软约束向硬约束、从

自发秩序向制度秩序进行深层次的转变。因此，在基准模型中引入沿海地区和非沿海地区与地理集聚的交

互项，对地理集聚影响商业信用环境的回归结果见表 2。
通过 Log‑likelihood、AIC和 SC值比较，选择模型（2）、模型（6）和模型（9）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地

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区位差异性，就业集聚对沿海地区的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为正，产出集聚和资本集聚在 1%和 10%统计水平上对非沿海地区的商业信用环境具有支撑

作用，集聚×（沿海，非沿海）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7、0.013和 0.006，影响力度呈现依次递减的状态。经济学意

义为，沿海地区整体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方式由建立在亲

缘、地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向基于规则、秩序的陌生人社会进行转变，并伴随着商业信用意识的普遍提高。

对于非沿海地区来说，经济发展阶段滞后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占据更重要地位，而其中资本驱动型产业仍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地区信用状况对经济形势及资本特征较为敏感，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集聚和产出集聚

对非沿海地区的商业信用环境具有促进作用。

表 2 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区位差异性

变量

模型类型

集聚指标

集聚

集聚×
（沿海，非沿海）

X1

X2

X3

X4

X5

X6

W_y/
LAMBDA

R2

Log‑likelihood
AIC
SC

模型（1）
OLS

资本集聚

-0.145
（-0.110）
0.005

（0.238）
0.039

（0.870）
0.168

（1.457）
0.085

（0.594）
-0.035

（-0.153）
-0.104

（-1.144）
-0.067

（-0.292）

0.801
34.586
-51.172
-47.590

模型（2）
SLM

资本集聚

2.706 ***
（6.392）
-0.006*

（-1.762）
0.014*

（1.760）
0.309***
（11.772）
0.779***
（8.520）
-0.648***
（-7.472）
-0.521***
（-9.452）
0.393***
（5.624）
-0.050***
（-7.868）
0.970
44.932
-69.865
-65.886

模型（3）
SEM

资本集聚

-0.355
（-0.976）
0.008

（1.339）
0.048***
（3.199）
0.221***
（5.314）
0.138**
（2.199）
-0.024

（-0.321）
-0.155***
（-3.701）
-0.113

（-1.246）
0.855***
（8.569）
0.913
37.248
-56.497
-52.916

模型（4）
OLS

就业集聚

-6.593
（-1.033）
0.015

（0.817）
0.062

（1.584）
0.198

（2.161）
0.413

（1.242）
0.107

（0.459）
-0.221

（-1.694）
0.061

（0.281）

0.870
36.902
-55.805
-52.224

模型（5）
SLM

就业集聚

-5.307**
（-2.126）
0.012*

（1.744）
0.044**
（2.466）
0.206***
（5.965）
0.488***
（3.734）
-0.053

（-0.431）
-0.279***
（-4.797）
0.181*

（1.732）
-0.011*

（-1.820）
0.900
38.348
-56.695
-52.716

模型（6）
SEM

就业集聚

-13.045***
（-16.523）
0.017***
（3.253）
0.095***
（17.515）
0.245***
（11.019）
0.642***
（8.900）
0.064

（1.332）
-0.289***
（-14.061）
0.098***
（4.710）
-1.644***
（-17.880）
0.996
40.646
-63.292
-59.711

模型（7）
OLS

产出集聚

7.743
（1.716）
-0.005

（-0.391）
-0.004

（-0.113）
0.038

（0.358）
0.073

（0.825）
0.221

（1.053）
-0.072

（-1.225）
0.010

（0.071）

0.919
39.531
-61.061
-57.480

模型（8）
SLM

产出集聚

12.998***
（3.589）
-0.011*

（-1.757）
-0.014

（-0.909）
-0.073

（-0.935）
-0.142

（-1.062）
0.591**
（2.491）
0.071

（0.792）
-0.147

（-1.339）
0.017*

（0.017）
0.936
40.776
-61.553
-57.574

模型（9）
SEM

产出集聚

12.240 ***
（21.600）
-0.013***
（-3.247）
-0.031***
（-6.716）
0.003

（0.189）
0.126**
（2.420）
0.337***
（6.033）
-0.013

（-1.213）
0.045***
（3.111）
-1.710***
（-30.592）
0.998
43.020
-68.039
-64.458

注：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伴随 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统计显著性。

（三）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政治差异性

考虑到浙江乃至全国特殊转型背景，行政力量的存在仍然能够对经济社会起到一定的支配作用。副省

级城市（杭州、宁波）相较地级市而言，在审批权限、金融财税、要素支撑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但与此同时，在

经济发展方式深刻转变、市场化改革明显加快背景之下，“官本位”意识的消极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觑，行政职

能的错位和越位现象严重迟滞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不利于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也将对社会

整体信用环境造成威胁。有鉴于此，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副省级和地级市与地理集聚的交互项，探讨地理集聚

对商业信用环境的作用机理，回归结果见表 3。
根据 Log‑likelihood、AIC及 SC值，选择模型（2）、模型（5）和模型（9）开展下一步讨论。从计量结果看，集

聚×（副省级，地级）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就业集聚和产出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通过 1%的统计检验，

说明地理集聚在整体上对区域商业信用环境造成影响，但是存在明显的政治差异性。具体来看，在集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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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选取就业、产出和资本情况下，交互项回归系数分别为-0.587、-0.053和-0.001，表明地理集聚显著降低

了副省级城市的商业信用环境，就业集聚对 CEI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产出集聚，最后是资本集聚。其经济

学解释如下：由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对于地级城市来说，副省级城市一方面在居民落户、投资密度、环评

准入等领域设置了较高的制度门槛，另一方面在通勤成本、房地产价格、生活质量等方面对市场资源要素的

自由流动配置构成了系列隐蔽约束，进而对地理集聚造成一定的扭曲效应，相应降低了地区商业信用环境的

质量。

表 3 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政治差异性

变量

模型类型

集聚指标

集聚

集聚×（副省级，
地级）

X1

X2

X3

X4

X5

X6

W_y/
LAMBDA

R2

Log‑likelihood
AIC
SC

模型（1）
OLS

资本集聚

-0.305
（-0.209）
-0.020

（-0.314）
0.050

（1.069）
0.195

（1.606）
0.114

（0.617）
-0.034

（-0.149）
-0.123

（-1.146）
-0.041

（-0.162）

0.805
34.697
-51.394
-47.813

模型（2）
SLM

资本集聚

2.360***
（4.849）
-0.001

（-0.115）
0.012

（1.181）
0.287***
（10.697）
0.730***
（7.413）
-0.585***
（-6.280）
-0.483 ***
（-8.398）
0.372***
（4.747）
-0.045 ***
（-6.679）
0.961
43.576
-67.153
-63.174

模型（3）
SEM

资本集聚

1.476***
（2.764）
0.036 *

（1.844）
0.026*

（1.843）
0.266 ***
（9.362）
0.391***
（3.017）
-0.360***
（-3.219）
-0.317***
（-4.724）
0.002

（0.010）
0.985***
（94.024）
0.960
39.042
-60.084
-56.503

模型（4）
OLS

就业集聚

-9.725
（-0.839）
0.060

（0.602）
0.058

（1.401）
0.174

（1.611）
0.361

（1.065）
0.139

（0.480）
-0.200

（-1.521）
-0.021

（-0.104）

0.853
36.236
-54.472
-50.891

模型（5）
SLM

就业集聚

63.618 ***
（3.849）
-0.587***
（-4.042）
-0.105***
（-2.769）
0.556 ***
（6.284）
0.101

（0.964）
-2.491

（-4.248）
-0.536

（-6.654）
1.247***
（4.396）
-0.114***
（-4.525）
0.948
41.947
-63.895
-59.916

模型（6）
SEM

就业集聚

-17.432***
（-3.667）
0.075

（1.397）
0.078***
（8.199）
0.161***
（5.913）
0.576***
（4.820）
0.094

（0.794）
-0.276***
（-9.218）
0.076***
（2.780）
-1.620***
（-15.621）
0.992
39.057
-60.115
-56.534

模型（7）
OLS

产出集聚

7.178
（1.790）
-0.018

（-0.525）
0.005

（0.118）
0.061

（0.572）
0.131

（1.134）
0.212

（1.061）
-0.097

（-1.406）
0.044

（0.288）

0.924
39.837
-61.674
-58.093

模型（8）
SLM

产出集聚

8.014**
（2.570）
-0.016

（-1.017）
0.002

（0.115）
0.039

（0.478）
0.088

（0.619）
0.277

（1.258）
-0.068

（-0.728）
0.011

（0.096）
0.003

（0.322）
0.924
39.888
-59.776
-55.797

模型（9）
SEM

产出集聚

8.357***
（6.882）
-0.053***
（-4.354）
0.018

（1.284）
0.113 ***
（6.152）
0.223***
（12.308）
0.164 **
（2.050）
-0.093***
（-3.792）
0.056***
（5.684）
-1.717***
（-33.307）
0.999
43.790
-69.579
-65.998

注：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伴随 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统计显著性。

（四）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政策差异性

在现行体制下，政策差异性也是引致地区异质性的重要因素。作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

国家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杭州、温州、义乌）通过平台构建、红黑名单认定及管理、城市分研发、信用服务机构

培育等具体政策措施，在数据归集和信用应用两方面加快探索经验，并通过相应制度文件对成果进行固化，

客观上对相关地区的商业信用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为对以上分析进行检验，将集聚×（信用示范，非信用

示范）引入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4。
对 Log‑likelihood、AIC和 SC值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模型（2）、模型（6）和模型（7）拟合度最高，进行更深入

讨论。从回归结果看，依次选取资本、就业和产出集聚情况下，交互项对 CEI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9、0.040和
0.028，表明总体上地理集聚提升了国家信用示范城市的商业信用环境，与上述假设结果相一致。具体来看，

在 1%统计检验条件下，资本集聚和就业集聚显著提高了信用示范城市商业信用环境，且就业集聚影响强于

资本集聚，但产出集聚对信用示范城市 CEI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政策差异背景下地理集聚对 CEI影响主要

取决于资本和就业集聚，与产出集聚关系较弱。

（五）“双重差分”（DID）估计

在以基准模型为基础的系列估计中，实际是根据不同地区集聚水平及差异化特征来估计地理集聚对商业

信用环境的影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观察到“如果地区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商业信用环境的“反事实结

果”（counterfactual outcome），为此无法准确判定地理集聚对 CEI影响。为更好检验地理集聚作用，引入政策控

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得到国家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前和创建后的不同结果并开展相应分析，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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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策前后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估计结果，发现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实施前，资本集聚、就

业集聚和产出集聚对 CEI回归系数分别为 2.131、-0.021和-19.439，呈依次递减状态，政策实施后，三者回归

系数则分别为 1.143、7.575和 13.961，呈依次递增状态，资本集聚对 CEI作用逐渐减弱，但仍为正向，就业集聚

和产出集聚则均从负向效应转为正向效应。这进一步证实政策差异性是影响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作用

效果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现有文献对集聚外部效应考察，侧重于“技术外部性”分析，缺少对商业信用环境作用的系统研究。本文借

表 4 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政策差异性

变量

模型类型

集聚指标

集聚

集聚×（信用示范，
非信用示范）

X1

X2

X3

X4

X5

X6

W_y/
LAMBDA

R2

Log‑likelihood
AIC
SC

模型（1）
OLS

资本集聚

0.196
（0.334）
0.031

（2.878）
0.024

（1.239）
0.067

（1.073）
0.053

（0.864）
0.038

（0.355）
-0.036

（-0.760）
0.008

（0.078）

0.960
43.438
-68.876
-65.295

模型（2）
SLM

资本集聚

1.608***
（14.301）
0.019***
（14.273）
0.012***
（6.083）
0.177***
（18.327）
0.465***
（15.987）
-0.330***
（-12.062）
-0.296***
（-15.972）
0.252***
（12.920）
-0.028***
（-14.467）
0.998
59.917
-99.833
-95.854

模型（3）
SEM

资本集聚

-0.038
（-0.058）
0.037***
（26.253）
0.005

（0.456）
0.012

（0.409）
0.045**
（2.438）
0.100***
（4.310）
-0.004

（-0.329）
0.095

（1.434）
-2.130***
（-26.251）
0.998
47.339
-76.678
-73.097

模型（4）
OLS

就业集聚

-2.608
（-1.109）
0.029*

（3.374）
0.035

（1.846）
0.086

（1.602）
0.162

（1.413）
0.087

（0.899）
-0.080

（-1.414）
0.055

（0.630）

0.974
45.776
-73.553
-69.971

模型（5）
SLM

就业集聚

-2.488**
（-2.513）
0.028***
（6.779）
0.032***
（3.691）
0.093***
（3.823）
0.191***
（3.141）
0.050

（0.806）
-0.100***
（-2.821）
0.082

（1.613）
-0.003

（-0.757）
0.975
46.055
-72.111
-68.132

模型（6）
SEM

就业集聚

0.063
（0.026）
0.040***
（4.848）
0.007

（0.412）
-0.010

（-0.219）
0.016

（0.170）
0.094***
（2.895）
-0.021

（-0.460）
0.101***
（7.428）
-1.978***

（-126.423）
0.999
48.662
-79.324
-75.743

模型（7）
OLS

产出集聚

3.267
（1.065）
0.028

（2.423）
0.004

（0.147）
0.019

（0.277）
0.029

（0.405）
0.157

（0.904）
-0.023

（-0.497）
0.032

（0.341）

0.966
44.313
-70.626
-67.044

模型（8）
SLM

产出集聚

-1.059***
（-12.300）
-0.121***
（-13.453）
-1.865***
（-14.919）
-1.837 ***
（-6.568）
5.372***
（11.099）
0.169

（1.165）
1.237 ***
（3.942）
262.390***
（15.452）
-0.016

（-0.443）
0.996
23.279
-26.557
-22.578

模型（9）
SEM

产出集聚

-1.242***
（-30.189）
-0.142***
（-49.106）
-1.788***
（-45.924）
-2.264***
（-11.179）
5.862***
（22.177）
0.127***
（6.380）
0.823***
（14.906）
295.417 ***
（58.504）
-1.898***
（-89.499）
1.000
27.389
-36.778
-33.197

注：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伴随 t统计值。

表 5 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引入政策控制变量

模型类别

集聚指标

集聚

X1

X2

X3

X4

X5

X6

Adj.R2
D.W.

2013—2015年
资本集聚

2.131
（0.471）
0.019

（0.014）
-0.354

（-0.182）
0.698

（0.108）
2.440

（0.673）
0.109

（0.144）
0.440

（0.057）
0.916
3.067

2013—2015年
就业集聚

-0.021
（-0.001）
0.543

（0.677）
0.463

（0.420）
3.282

（0.867）
3.098

（0.812）
-0.236

（-0.919）
-2.610

（-0.527）
0.897
2.936

2013—2015年
产出集聚

-19.439
（-0.813）
1.210

（1.200）
1.049

（1.004）
6.857

（1.301）
4.517

（1.345）
-0.362

（-1.593）
-5.774

（-1.094）
0.938
3.143

2016—2018年
资本集聚

1.143
（3.434）
0.143

（3.604）
0.218

（2.910）
0.081

（0.377）
0.100

（0.387）
-0.020

（-0.161）
-0.716

（-3.275）
0.964
3.748

2016—2018年
就业集聚

7.575
（0.533）
0.042

（0.238）
0.139

（0.621）
0.432

（0.673）
-0.471

（-0.438）
-0.212

（-0.415）
-0.112

（-0.123）
0.641
2.612

2016—2018年
产出集聚

13.961
（1.907）
0.185

（2.458）
0.097

（0.892）
-0.814

（-1.160）
1.068

（1.451）
0.176

（0.737）
-1.346

（-2.326）
0.901
3.735

注：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伴随 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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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盛：地理集聚会优化商业信用环境吗？

鉴 Krugman［23］思路构建较为科学的地理集聚指标，以浙江案例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考察地理集聚对商业

信用环境的影响，并进而讨论了其对不同区位、不同政治地位以及不同政策地区影响的差异性。得出以下结果。

（1）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环境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产出集聚的作用超过了资本集聚和就业集聚的效

果。特定地区总体商业信用环境的优劣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而与该地区的就业人数不存在

直接的关系，这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相适应。

（2）从区位差异性看，沿海地区就业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存在显著正面作用，非沿海地区产出集聚和资本

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同样具有较强支撑作用。对于沿海地区来说，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由建立在亲缘、地

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向基于规则、秩序的陌生人社会进行转变，伴随着商业信用环境的逐渐优化。对于非沿海

地区来说，资本驱动型产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信用环境对经济形势及资本特征较为敏感。

（3）从政治差异性看，地理集聚显著降低了副省级城市的商业信用环境，就业集聚的作用超过产出集聚

和资本集聚。由于发展阶段性特征，副省级城市在落户、投资密度、环评准入等设置较高制度门槛同时，还通

过高房价、高通勤成本等限制资源要素的自由合理配置，对地理集聚造成一定的扭曲效应，相应降低了地区

商业信用环境的质量。

（4）从政策差异性看，资本集聚和就业集聚显著提高了信用示范城市商业信用环境，且就业集聚作用超

过资本集聚，但产出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不显著。

本文研究启示如下：首先，地理集聚不仅可以推动非正式制度发展，而且通过优化商业信用环境成为影

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为理解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历史和处理当下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

供了全新思路；其次，由于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性，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的影响机

制不同，因此应根据区域异质性实施差异化措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次，对于大城市来说，弱化地区间行

政壁垒，减少行政力量对资源要素配置扭曲，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深化市场化改革、优化

商业信用环境的客观要求；最后，在现行体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情况下，因地制宜采取适当政策，有助于缓

解行政割据对地理集聚的扭曲效应，提升商业信用环境，进而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

动力转换，最终实现中国经济深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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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Geographic Gathering Optimize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ities in Zhejiang

Chen Haisheng
（Zhejiang Provincial Credit Center，Hangzhou 310006，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 sample，this paper uses the spatial measurement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on the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and the impact of output agglomer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capital and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The coastal area changes from acquaintance society to stranger society，with the
gradual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the credit environment in non coastal areas is more sensitive to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The institutional threshold of sub provincial cities is more sensitive to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To a cer‑
tain extent，it will distort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 Capital agglomeration and employment agglomera‑
tion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 of credit demonstration cities.
Keywords：geographic agglomeration；business credit environment；regional heterogeneity；institutional threshold；distortion effect

王展昭等：基于全局熵值法的区域创新系统绩效动态评价研究①

基于全局熵值法的区域创新系统绩效动态评价研究

王展昭 1，2，唐朝阳 1

（1.河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0；2.河南理工大学 太行发展研究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对“熵”在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评价中的本质含义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全局的视角分别构建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绩效

评价模型和功能绩效评价模型，基于中国大陆地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9—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在“结构‑功能”二维

分析框架下，对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进行了动态评价。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绩效呈现出与功能绩效完

全相反的“西高东低”的态势，中西部区域创新系统结构绩效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在功能绩效方面，北京、广东、上海及天津等仍

然是第一梯队，其中广东省区域创新系统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其功能绩效目前稳居全国第一，而北京和上海等省份区域创新

系统功能绩效近几年呈现下滑的发展趋势；通过区域创新系统“结构‑功能”二维视角的分析，发现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绩效和

功能绩效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功能绩效的提升往往是以牺牲结构绩效为代价的，且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过程具有一定的方向

性。通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对复杂性科学在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和深度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对我国各区域

间的合理分工与深度合作及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熵值法；全局视角；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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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创新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竞争优势、增强综合实力及提升国际地

位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我国也将创新驱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决策。区域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区域创

新能力，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工具，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落脚点。全面科学的评价区域创

新系统，了解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状况，对于明确区域发展优势，制定科学有效的区域科技创新政策，促进区

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从文献梳理情况来看，目前学者们关于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评价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单一

指标评价。该类研究往往将专利［1‑2］和新产品销售收入［3］等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绩效的度量指标，多用来分析

某一变量如空间关联［4］、政府干预［5］、吸收能力［6］及 R&D投入［7］等对区域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第二类为综

合指标评价，该类研究主要以 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为主，通过测度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来对区域创新

系统的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如刘顺忠和管建成［8］运用 DEA的 C2R模型对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规模及技术有

效性进行了评价；池仁勇等［9］运用 DEA方法对我国 30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发现我国

区域创新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白俊红等［10］基于 2004—2006的科技统计数据，运用 DEA方法对我国区

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系统普遍存在创新效率低的问题，且呈现出规模

报酬递减的趋势；陈志宗［11］综合运用超效率 DEA模型及背景依赖 DEA模型，从超效率、吸引值和改进值三个

方面对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鲍力［12］综合运用 BCC模型和 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我国 26个省市地区的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除了 DEA方法之外，还有学

者从其他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系统绩效进行了相关研究，如郭丽娟等［13］综合运用主基底变量筛选及主成分分

析方法对我国 30个省份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马永红和王展昭［14］运用模糊数学理论等对黑龙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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